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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朱金顺

    《文学之用:从启蒙到革命》，这是黄开发同志的博士论文。

2000年6月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，又经过了四年的修改和锤炼，

成为今天这样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，我真为他高兴。

    作者认为，文学功用观的问题，是应当深人研究和探讨的，

它关涉着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最主要的经验和教训。而对此，

开发有深切的体会。他在高校教了八年中国当代文学，在教学过

程中，常常会遇到主流文学观念的成败得失间题。因此，对于文

学功用观的迁衍，他进行了长期思考和研究。开发是一个很有主

见的人，当他1997年回母校攻读博士学位时，就很自信地选择了

这个并不轻松的论文命题:20世纪中国文学的功用观，是从启蒙

到革命的。

    要公允评价这部著作，可不容易。于是就想起了当年博士论

文答辩时，六位答辩委员对学位论文的评议书。记得李何林先生

为我们教研室的第一个博士 (也是 “文革”后我国第一个文学博

士)的论文写序时，就是用答辩委员的 “评语”连缀而成的。李

先生金针度人，这办法倒是可以学习和仿效的。为了节省篇幅和

避免重复，我摘引评议书上的一些文字，作为对黄开发博士论文

的评价，我认为是合适的。

    按先外后内的顺序，摘抄如下—

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恩和教授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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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论文各章对论述对象，材料收集十分翔实，研究也相当

深入，论述得当，有说服力。作者以中外文论为武器，对所

论对象层层分析，不发空论，表现出相当的理论深度。

    尽管论文涉及范围主要是至1928年，但因对此以后的文

学也作了简单扫描，因而得出的结论，提出的启示，总结的

教训，对当前文学有相当的理论意义。

清华大学中文系蓝棣之教授说:

    文献资料掌握比较充分，追本溯源，多方涉猎，所论皆

有依据。

    论文达到较高水平，学风严谨，知识比较渊博。

    研究成果有助于正确总结20世纪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，

和繁荣当今文学创作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保生研究员说:

    论文思路开阔，材料丰富，对梁启超、胡适、陈独秀、

鲁迅、周作人，以及以茅盾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作家，以郭

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，在文学功用问题上的主张，进行

了具体的考察，勾勒了自戊戌变法到20世纪20年代末文学

功用观流变的主要线索，探讨了文学功用观的内在机制，以

及它递擅变化的原因。



    论文结构宏阔，思考深入，论证也比较严密，能遵循比

较严格的学术规范。

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童庆炳教授说:

    的确，在近百年的文学发展中，人们关注的不是文学本

身是什么，而是“文学有什么用”，即文学功用观。黄开发

的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，对百年来中国文学

功用观的产生、演变、利弊等作了清晰的、深刻有力的分析

与概括，总结了经验和教训。⋯⋯这些看法和观点，是深入

研究得出的结论，具有独特的创见。

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富仁教授说:

    黄开发的博士学位论文，在中西美学理论发展史的大背

景上，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，从实证和话语分析的角度，对

中国现代文学的功用观做了细致、深入的阐述和分析，该论

文抓住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核心问题，有很高的研究价

值。⋯⋯作者对它的历史渊源、现代演变及其具体理论表

现，都做了较前更深入细致的解剖，其意义是重大的。该论

文掌握了大量历史资料，言之有据，写作态度认真，表现了

作者认真扎实的学风。

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勇教授说:



    本论文围绕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核心问题即“文学之

用”⋯⋯深刻而系统地提示了以功利主义为显著特征的主流

文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本质蕴涵。论文的视角是新颖独特的，

理论架构也是合理的、扎实的。

    论文资料丰富翔实，多有作者独到的见解，是一篇较为

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。

    在我摘录了六位答辩委员的 “评议书”上的评语后，还应当

全文抄下《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》，这既能反映出答辩

委员会的整体意见，也替开发同志保存下了一份珍贵史料。它的

全文是:

    黄开发的论文 《文学之用:从启蒙到革命》，在掌握大

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，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，从实

证和话语分析的角度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功用观，特别是对

从晚清到20年代末的文学功用观，作了细致深入的阐述和分

析，既有对历史的梳理，又有对文论核心命题的研究。选题

新颖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功利主义文学观是中国文学的

核心观念，创门在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发展中，仍有

重大的影响。作者对它的历史渊源、现代演变及其具体理论

表现，都作了较前更深入细致的解剖;并在此基础上真实可

信地总结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、教训。研究成果的创

新，集中表现在作者找出了支撑主流文学观念理论结构的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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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支点— 真实性、倾向性和时代性，并在三者的关系中，

深刻地论析了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内部运行机制。论文具有独

创性。论文文风朴实，语言流畅，条理清楚，表现了作者较

高的科研水平和写作能力。存在的缺点是，对主流文学观念

产生的历史语境分析不够，对文学观与具体创作的联系注意

不足。

    黄开发对答辩委员所提问题作了较好的回答，答辩委员

表示满意。

    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。出席论文答辩会评委6人，

一致通过论文答辩，建议授予作者文学博士学位。

    答辩委员会的意见是公允的，也是中肯的。四年来，作者对

论文进行了补充和修改，成为现在的样子。公开出版，期待着广

大读者批评指正!

    序言的最后，讲讲我和开发的交往，算是全文的蛇足。

    序是我国一种有古老传统的文章体式。不少前辈作家和学

人，都说序没有固定的写法，好像是说很容易写。我却认为很难

写，特别因为自己教过十年以上的写作课，读过不少序言的范

本，所以从来不敢轻易答应替人写序。这次开发同志拿来他修改

好的博士论文，为正式出版叫我写序，我却一口答应了。尽管我

知道，自己长期沉酒于新文学史料，理论研究非我所长，这篇序

是决然写不好的，但我却有不能推辞的理由。我想，开发不去请

更合适的专家写这篇序，而来找我，怕也是因为那同样的理由吧!

    黄开发同志是安徽霍邱人。20年代鲁迅先生组织的未名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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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人之中有四位出生在皖西的小镇叶集，叶集因他们而有了文

名。开发也生于叶集，未名社四君子是他的前辈乡贤。鲁迅评价

未名社是 “一个实地劳作，不尚叫嚣的小团体”。也许这 “未名”

之风，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开发吧。

    我与开发同志相识相交算来已有十八年。那是1986年，他毕

业于安徽师护酝大学中文系，同年考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在我

们教研室攻读硕士学位。那时他不足二十三岁，是我名下的四位

研究生中，最年轻的一个。那时我五十岁，在中文系的硕士生导

师中，也还算比较年轻;这虽然已是我第二届硕士了，但依然不

知该怎么带研究生。三年一晃就过去了，如今留在记忆中的，好

像有两件事。一是我引导他把周作人作了论文题目，这影响了他

十年研究周作人，出版了第一部专著，并成为他学术研究的第一

个台阶。二是毕业前遇到了那场大的政治风暴，甚至连毕业论文

答辩，都不得不在一位教授家里进行。

    取得硕士学位后，黄开发在北京一所大学里教中国当代文

学，一教就是八年。我对研究生，有一条原则:在校我们是师

生，毕业后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开发同志毕业后，我们的教学内容

虽然有了距离，但我们的联系并不少，有事他也常来和我商量。

好像是1994年吧，他说想换个学术气氛浓的环境工作，要考研究

生，攻读博士学位。我当然是极力鼓励他了。

    1997年，黄开发又考回了母校，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

生，又在我名下攻读博士学位。这次由他自己做主，研究主流文

学观念的问题，博士论文就是这 《文学之用:从启蒙到革命》。

读研究生三年，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位论文，还曾两次获奖，并被
    6



评为优秀博士毕业生。毕业后留在中文系任教，我们成了同行，

可惜我已退休，我们没有机会做同事了。相识十八年中，我有幸

两次做了他的导师，这恐怕就是他叫我写博士论文序言的理由

了;而有了这种渊源，我再不会写序，也不能推却这份责任了。

    我怕写序是真的。记得开发第一部学术著作 《人在旅途—

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》，收人 “猫头鹰学术文丛”，要在人民文学

出版社印行前，他是请钱理群教授写的序。当我知道时，就别提

有多高兴了。后来开发将发表序言的刊物给我看，钱先生是用饱

含着激情的语言，撰写了那么好的长篇序言的。我那高兴和感

激，也许不亚于书的作者呢!开发毕业留校后，一直在锤炼他的

博士论文。有时见到他会说一句:“论文改好了吗?”那意思是该

设法出版了。同时私下也常想:这回开发要请哪位研究理论的专

家写序言呢?并暗暗祈祷:可千万别叫我写这篇序言呀!

    如今开发不弃，叫我为他这部即将付梓的著作写序。我想，他

是知道我不懂什么是 “文学之用”的;但还是叫我写序，就是为了

纪念我们十八年的相知和六年的师生之谊吧?开始写序，我照着手

边那些出版的学位论文，正正规规地在写，其实是在抄。看看光这

样，是不能交卷的，又回忆了我和开发十八年的交往。这样能不能

就算一篇序言了呢?评我，罪我，以待方家和广大读者。

    黄开发好像很欣赏 “人在旅途”这句话，希望他改变永远漂泊

的心情。祝贺他博士论文的出版，并预祝他下一部著作的早日完成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s”年7月4日于北京师范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丽泽区之寓中



引论 文学之用—

从古代到现代

    人类早期的文明史表明，远在文明的晨曦初照之时，人类就

开始了文艺活动。从早期文献对原始社会的巫术活动和生产劳动

的记载中，从保留至今的原始壁画和考古发现的氏族社会时期的

彩陶上，我们都能看到初民们留下的文艺活动的遗迹。这些现象

表明，文艺植根于人性，植根于人的基本的生存需要。需要即是

价值或者说功用，因此文艺的功用问题自然是文艺的基本问题。

然而，借用文艺社会学的先驱泰纳的概念来说，不同的种族，因

为不同的环境和时代，对文学的功用的认识却大相径庭。

    中国素来以文教之邦著称，自然不能不高度重视 “文”。传

说苍领造字时，是天雨粟、鬼夜哭的，惊天地，泣鬼神，可见非

同小可，这反映了我们的初民们对 “文”的作用的神秘信仰。历

朝历代，不仅文人学士重文，帝王们也往往下崇文的诏令，他们

之中能诗会文的不在少数。然而，正如朱光潜在 《文艺心理学》

中所言:“中国民族向来偏重实用，他们不欢喜把文艺和实用分

开，也犹如他们不欢喜离开人事实用而去讲求玄理。”①现代的哲

① 《朱光潜全集》1卷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版，29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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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史家们认为重实用、重道德是中国哲学的最大特点，其实中国

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?重实用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，所以李

泽厚在他的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一书中把 “实用理性”视为中

国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。

    话得从头说起。孔子的文艺思想是儒家文论的源头。他很看

重诗文作为表达工具的功能。《论语·季氏》:“不学 《诗》.无以

言。”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记孔子的话云: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

远。”他的意思是说，学诗是为了讲话有文采;话说得漂亮才能

更有利于道理的传播。不过孔子更重视文学对于修身的意义，这

与他教书先生的身份有关。《阳货》篇谓:“子曰:小子何莫学夫

诗?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

君，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。”“兴”的意思是启示、感发，“观”

意为通过诗来考察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，“群”是沟通感情，

增进团结，“怨”即批评时政，抒发怨情。这里说的是学诗对于

修身的好处;学诗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，那也就是诗的功用了。

儒家是要通过个人的修身来实现政治理想的。《礼记·经解》记孔

子的话说:“人其国，其教可知也: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诗教

也;疏通知远，书教也;广博易良，乐教也;絮静精微，易教

也;恭俭庄敬，礼教也;属辞比事，春秋教也。”“温柔敦厚”指

的是人的性情，这里强调的是“诗教”对人格培养的效果。《论

语·泰伯》云: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同样说的是诗在培

养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。现代主流文论强调世界观的改造，从这

里可以找到一个远祖。既然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，那就需要



规范文学中所表现的情感，所以要 “思无邪”①。因为这样才能有

助于培养 “温柔敦厚”的人格。

    汉代的 《毛诗序》是当时儒家文论的集大成者，而荀子是从

孔子到 《毛诗序》作者之间的重要人物。相传 “毛诗”就是经过

荀子及其学生而流传下来的。他主张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言论都

应该合乎 “道”。从其 《乐论》中，我们知道他看到文艺源于人

性、人情，并以情感人，所以具有移风易俗，从而影响社会治乱

的效用。他在 《乐论》中还提出 “以道制欲”:“乐者，乐也。君

子乐得其道，小人乐得其欲。以道制欲，则乐而不乱;以欲忘

道，则惑而不乐。”所谓 “以道制欲”，就是要以儒家的礼仪对文

艺进行规范。他正是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出发，以合乎 “道”的

“中和”观念来要求音乐，解释 《风》《小雅》《颂》的。②

    儒家文论在汉代适合了建立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的需

要，得到进一步发展。在杨雄那里，“文”与 “道”发生了进一

步的关系，并且他明确声称他所信奉的 “道”是尧、舜、文王、

孔子之道。③他很看不起汉代流行的那些华而不实的辞赋，认为

那不过是 “雕虫篆刻”，因而 “壮夫不为”④。他并不是不要修饰，

《寡见》篇说:“或曰美玉不雕，均潘不作器，言不文，典漠不作

经。”

① (论语·为政》
② 见 《乐论》《劝学》《儒效》诸篇。参阅张少康、刘三富: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

发展史》(上卷)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，48 - 57页。

③ 见 《法言》的 《问道》《学行》篇。

④ 《法言·吾子》



    “诗言志”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母题，它来自对 《诗经》创作

经验的总结。 “志”的意义是很宽泛的，据 《经籍纂话》记录，

“志”的含义有几十种之多，常见的有:“志，意也”，“念也”;

‘志，在心之谓也，’; “志，德也”，“君子以守道不回为志”;“志

谓心知”等等。正因为如此，不同的人因为对 “志”的不同理解

和阐释，便有了不同的命题，“诗缘情”、“文以载道”均如此。

20世纪30年代，周作人在 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中以“言志”

与 “载道”的二元对立、消长来构架中国文学史;朱自清则于40

年代从文学史的角度提出异议，“‘言志’的本义原跟 ‘载道’差

不多，两者并不冲突”①。由于受儒家 “诗教”的影响，“志”常

常被解释为符合儒家礼教的思想，而对 “情”进行规范，于是

“情”与 “礼”的关系就渐趋紧张了。

    “诗言志”的命题经过《毛诗序》的阐释，“志”的意义则偏

向了 “礼义”的一边。这种转变是由 《毛诗序》的诗歌功用观所

决定的。这篇序言说:“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

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”诗的作

用很大，可以纠正政治之失，可以祭祀天地鬼神，可以促进伦理

道德，可以维护社会安定，移风易俗。情感根于人的生理欲望，

带有不合规范的东西。所以，《毛诗序》又提出“发乎情，止乎

礼义”。从此，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就成了捆绑中国文学的一条

绳索。 “礼义”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，即 “道”，要求人们遵守

    ① 朱自清:《(诗言志辨>序》，《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》(上)，上海古籍出版

社1981年7月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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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等级关系。《毛诗序》还提出了讽

谏说: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”。这 “讽谏说”后来被郑玄发

展为 “美刺讽谏说”。正如有人所指出的，汉代对文学功用的理

解不出 “美刺”— 即20世纪40年代以后所谓的歌颂与讽刺

— 两端。

   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，汉代所形成的儒家思想

大一统的局面瓦解，人的个性得到了张扬。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

时代，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，文学的情感特征和形式特征受到

了高度的重视，通过 “文”、“笔”之辨和 “笔”、“言”之辨，区

分了纯文学与杂文学以及杂文学与学术。魏文帝曹王在 《典论·

论文》中说 “文章”是 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把文学的

功用抬得那么高，对文学来说未必是幸事，但至少预告了魏晋南

北朝时代对文学的理解开始突破儒家传统的拘囿，文学开始走向

自觉。在儒家所谓的 “三不朽”中， “立言”本来是排在 “立

德，、“立功”之后的。这时，文学的情感特征受到高度的重视。

西晋陆机的《文赋》中，在谈到诗、赋、碑、诛等文体的特点时

指出:·“诗缘情而绮靡”。意思是说诗源于情感，并应该具有美的

形式。如果说 《毛诗序》的作者从理性方面解释 “志”，那么到

了陆机则偏向了情感。他突出了诗的情感的本体特征，而且不像

《毛诗序》的作者那样念念不忘用 “礼义”来管教情感。钟嵘在

《诗品序》中也是主张 “缘情说”的。

    然而，魏晋南北朝时代并不是一个 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时

代。陆机在强调情感和形式的同时，并没有忘记 “文之为用”:

“济文武于将坠，宣风声于不泯”。就是要挽救文武之道不至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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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，宣扬教化不至泯灭。钟嵘又在 《诗品序》中说:“诗可以群，

可以怨。”就连至今享有盛誉、体大思精的名著 《文心雕龙》对

文学功用的见解也并不高明，未出宗经明道的藩篱。刘规在书的

最后一章 《序志》里交代了 “明道”的意图，如何 “明道”呢?

即 “本乎道，师乎圣，体乎经，酌乎纬，变乎骚”。书的前三篇

《原道》《征圣》《宗经》就分别讲 “本乎道”、“师乎圣”和 “体

乎经”。《原道》篇的结论是:“故知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

道，旁通而无滞，日用而不匾。《易》曰:‘鼓天下之动者，存乎

辞。’辞所以能鼓天下者，乃道之文也。”他要表达的是， “道”

因为有了圣人才得以表现在文章里，圣人也因为有了文章才能阐

明 “道”。文辞之所以能够鼓动天下，是因为它们是合乎 “道”

的文章。所以，他说:“唯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。”①我们可以

看到，从荀子、杨雄到刘姗，中唐以后名声大噪的 “文以明道”

说已略具雏形。刘舞虽然高度重视 “道”，但并不因此轻 “文”。

}}'清采》谓:“夫水性虚而沦漪结，木体实而花曹振:文附质也。

虎豹无文，则粹同犬羊，犀咒有皮，而色资丹漆:质待文也。”

关于诗的功用，他据郑玄 《诗谱序正义》《诗纬含神雾》、之说，

指出:“诗者，持也，持人情性。”原来，诗的功用就是用以规范

人的情感的。

    把 “文”与 “道”进一步拴在一起是在中唐时期。中唐时期

的统治者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复兴儒学，这促成了韩、柳所倡导

白fi占文运动，“文以明道”即是古文运动中所提出的口号。韩愈

① 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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叙述道统的递传，以重建儒家道统者自居，明确说他信奉的

“道”是孟子、杨雄所传之道①。他在 《答李秀才书》中说:“愈

之所以志于古者，不惟其辞之好，好其道焉耳。”又在 《题哀辞

后》中云:“愈之为古文，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也?思古人

而不得见，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，通其辞者，本志乎道者也。”

他的文学功用观正好可用其门生李汉的话来说明:“文者，贯道

之器也。”②苏轼曾赞誉这位韩文公: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

之溺。”③柳宗元同样是主张 “文以明道”的，他的 《答韦中立

书》中有 “文者以明道”之语。

    韩、柳等人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重道轻文的现象，但还

不像宋代道学家那样崇道鄙文。韩门诸人在谈到 “文”与 “道”

的关系时，常常爱用刘舰用过的 《论语·颜渊》中虎豹之粹与犬

羊之粹的比喻。韩愈甚至还写过一篇为后世的道学家所垢病的诙

谐百出的《毛颖传》。在他们那里，“文”、“道”之间是主从关

系，然而到了宋代的道学家周敦颐、二程、朱熹那里，情况就大

不相同了，“文”、“道”之间则变成了主奴关系。周敦颐在 《通

书·文辞》中提出了大名鼎鼎的 “文以载道”说:“文所以载道

也，轮辕饰而人弗庸，徒饰也。况虚车乎?文辞，艺也;道德，

实也。笃其实而艺者书之;美则爱，爱则传焉，贤者得以学而至

之，是为教。故日:‘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。’然不贤者，虽父兄

临之，师保勉之，不学也;强之，不从也。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

① 韩愈:《重答张籍书》。

② 李汉:《昌黎先生文集序》。

③ 苏轼: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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